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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 “凝聚力” 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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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 从未中断的文明。” 其不断

裂的表现， 是这一文明的祖先还是中华大地上 “百万年人类史” 与 “一万年文化史” 的缔造者。 “中华文

明史” 的实质是中国的国家历史。 以考古学、 历史学、 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族群， 得出几乎

一致的科学结论， 它们有着基本共同或相近的 “遗传基因”、 共同的 “祖源”。 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

史中， 不论是什么时代 （王朝）， 也不论是中华大地什么地方的族群或人群管理中华国家， 都坚持 “中”
与 “中和” 的国家 “大一统” 理念， 从 “三皇五帝” 到历代中华不同族群建立的不同王朝， 都维系着

“中华统绪”， 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大地的多民族共同体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 对中华民族

及其大一统国家的认同。 回顾古代世界的两河流域文明、 埃及古文明、 印度古文明与中华文明 “四大文

明”， 加之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 除中华文明之外， 至迟在公元 ６ 世纪或 “大航海时代” 之后， 其

他文明均已 “断裂”， 而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之所以这样， 乃是源于中华文明一代又一代传承着从

“家国一体” 到 “家国同构” 至 “国家认同” 的 “中” 与 “中和” 这一 “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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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 “文明” 的说明

　 　 “文明” 一词亦见于中国古代文献中， 如

《尚书·舜典》记载： “曰若稽古帝舜， 曰重华，
协于帝。 睿哲文明， 温恭允塞， 玄德升闻， 乃命

以位。” 《周易·文言》： “见龙在田， 天下文

明。” 孔颖达注疏： “文明” 是 “有文章而光明

也。” 《周易·同人》： “文明以健， 中正而应，
君子正也。” 《周易·明夷》： “内文明而外柔顺，
以蒙大难， 文王以之。” ［１］ 冯时认为： 中国传统

文明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 “道德体系、 知识体

系和礼仪制度基础上的文明社会” ［２］。
１９ 世纪德国学者曾提出 “文明” 是 “物质

成就” 的体现， “文化” 是 “精神成就” 的体

现。 这与西方及近现代以来国际人类学、 历史

学、 考古学等学术界使用的 “文明” 之意义不

同。 社会上流行的 “文明” 一词， 如 《辞海》
的 “文明” 定义： “同文化”； 又称 “文明” 为

“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有文化的状态”。 有的把

“文明” 分为 “精神文明” 与 “物质文明”。
恩格斯在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指出： “文明史” 是有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反之则为 “人类的史前史” ［３］１９。 中央关于 “文
明” 的最新解读是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十九届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在

讲话中提到的： “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

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

多年的文明史。” ［４］ 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 “人类

史” “文化史” 及 “文明史” 即考古学的 “旧
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及 “历史时代”， 历

史学的 “原始社会史” （即习近平讲话中的 “人
类史” “文化史” 组成的 “史前史” ） 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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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历史” （即 “文明史” ）， 人类学的 “蒙昧时

代” “野蛮时代” 与 “文明时代”。
作为 “国家” 意义的 “文明” 一词最早源

于西方。 １８ 世纪德国人类学家约翰·戈特佛里

德·冯·赫德尔（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Ｈｅｒｄｅｅｒ） 提出

人类的原始社会、 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三个阶

段。 路 易 斯 · 亨 利 · 摩 尔 根 （ 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ａｎ） 的 《古代社会》 认为人类社会分为

“蒙昧” “野蛮” 与 “文明” 三个阶段［５］１。 恩格

斯则认为：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６］１９３

易建平从 “文明” 的词源学角度， 认为：
“ ‘Ｃｉｖｉｌｉｚ （ｓ） ａｔｉｏｎ’ （文明） 与 ‘Ｓｔａｔｅ’ （国
家） 本是一家， 最初的意思就是 ‘城、 城堡’。
……从词源学上追溯， 不管是 ‘ Ｃｉｖｉｌｉｚ （ ｓ ）
ａｔｉｏｎ’ （文明）， 还是 ‘Ｓｔａｔｅ’ （国家）， 都与

‘Ｃｉｖｉｌｉｚ （ｓ） ａｔｉｏｎ’ （文明） 后来衍生意义上的

‘文化’， 包括所谓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没有

什么关系。” ［７］易建平进一步指出： “现在有些考

古学家将 ‘文明’ 区分为 ‘文化’ 与 ‘社会’
两大部分， 我曾经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了这两个词

在古希腊文、 古拉丁文、 中世纪拉丁文、 法文和

英文等文章中的演变， 从词源学角度看， 上述分

法并无根据。” ［７］ 可见易建平对西方 “文明” 的

解读与 １８ 世纪以来欧洲人类学家在探索人类社

会发展状态时， 使用的 “文明” 一词是一致的。
因此易建平指出： “研究 ‘文明’ 起源， 也就是

研究 ‘国家起源’， 所谓的 ‘文明’ 社会， 也就

是 ‘国家’ 社会。” ［８］ 笔者认为这是关于 “文

明” 学术定义最清楚、 最简洁的表述。
作为中国当代学术术语的 “文明” 一词，

是由西方的 “Ｃｉｖｉｌｉｚ （ ｓ） ａｔｉｏｎ” 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传入中国的， 直至戊戌变法以前， 一般译为

“教化”， 而将其译为西方 “文明” 内涵 （即

“国家” 意义） 是 ２０ 世纪以来的事情［９］。
作为考古学的 “文明” 研究， 其研究对象

的物化载体应该明确。 恩格斯在 《家庭、 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提出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

概括” ［６］１９３， 而 “国家” 主要包括 “国民” “国
土” 与 “国家政府机构”①。 其中 “国土” 即国

家 “土地” 与 “河山” “海洋” （现代还有 “领
空” ）， 这在中国考古发现中均得到佐证。 如秦

始皇作为国家权力的 “代表” 与 “化身”， 其陵

墓就是 “国家” 的缩影， 陵墓中的内容就明显

表示出国家的 “核心” 内容。 《史记·秦始皇本

纪》记载秦始皇陵地宫之中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

大海， 机相灌输， 上具天文， 下具地理”。 考古

工作者在西汉时期的一些高等级墓葬的墓室顶

部， 发现了天文星象图， 司马迁关于秦始皇陵地

宫中的 “上具天文” 应该是可信的。 至于秦始

皇陵的 “下具地理” 的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

海” 已被考古证实， 考古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

合作发现在秦始皇陵地宫之上测到 “汞” 的分

布及其不同区域的不同浓度［１０］１２２，［１１］。 古代都城

是国家的 “缩影”， 汉武帝在都城建章宫仿照

“大海” 修建 “太液池”， 太液池中有海上 “神
山” 与石刻 “鲸鱼”②。 自汉长安城至明清北京

城， 历代王朝的都城基本沿袭此制， 如唐长安城

太极宫中有 “四海池” （东海、 西海、 南海、 北

海）， 大明宫中有太液池。 建都北京的金中都与

“元大都” 之内均有 “太液池”， 明清北京城中

则以 “海” （如 “北海” “中南海” “西海” 等）
名 “池” （太液池）。 这体现出中国古代王朝以

“海洋” 作为国家 “领海” 的理念。
在上述 “国家” 内涵之中最为重要的是

“国民” 关于 “国家认同” 的理论， 这是 “中华

文明不断裂” 的根本所在。

二、 “中华文明不断裂” 的
考古学研究

　 　 前面已经就 “文明” 进行了讨论， 而 “中
华文明” 研究则有必要首先研究 “中” “华” 与

“中华” 的历史， 方可继而探讨 “中华文明不断

裂” 的原因。
（一） “中” 的解读

冯时认为 “中” 之初文为 “∣”， 就是测中

的 “表”， “古人通过立表测影的执中活动造就

了汉字的 ‘中’ ”。 在商周的甲骨文与金文的

“中” 字上部所饰之斿 （ “飘带” ） 则或为旗

９５

①
②

２０ 世纪初， 法国、 德国学者 Ｊｅｉｌｌｎｅｋ Ｌａｂａｎｄ、 Ｃａｒｒｅｄｅ Ｍａｌｂｅｒｇ 创立 “国家三要素” 说。
《史记》 卷十二 《孝武本纪》 载： 建章宫 “其北治大池， 渐台高二十余丈， 名曰泰液池， 池中有蓬莱、 方丈、 瀛洲、 壶梁，

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 刘庆柱 《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之 《关中记辑注》 注 １０： “考古工作者曾在太液池遗址东边发现一件汉
代石刻鲸鱼， 鱼身长 ４. ６ 米， 径 １ 米。 此即本文所载的 ‘石鱼’。 太液池为汉武帝时所修的人工湖， 位于建章宫北部， 面积 ２ 万平方
米， 为一平面曲尺形。 池内渐台遗址东西 ６０ 米、 南北 ４０ 米， 高约 ８ 米。” 三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５９ 页。



斿。 而建旗必于中央， 因此 “中” 具有 “中央”
“中正” 之意［１２］１２７，１６１－１６２。

中国古人对 “中” 的信仰及追求， 可以追

溯至久远的新石器时代晚期［１３］。 １９８７ 年在河南

省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 ６４００ 年的墓葬，
墓主人左右两侧分别放置了蚌壳堆塑的 “龙”
与 “虎” 形， 足下有一象征 “北斗” 的蚌壳堆

塑的三角形图案， 在图案的东部与东西向有两根

人的胫骨相连 （即 “周脾” ） ［１４］。 有学者指出，
此即古人测量 “求中” 方位的 “槷表” 或 “圭
表” ［１５］。

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 （距今 ４３００—
１９００ 年左右） 发现的 Ｍ２２００ 与ⅡＭ２２ 中［１６］， 均

发现与 “测中” 相关的 “槷表” 遗物［１７］５４。 当

下， 学界多倾向于襄汾陶寺城址为古代都城遗

址， 或许是史料记载的 “尧都平阳” ［１８］３１７－３２２。
因而， 陶寺遗址出土的 “槷表” 等文物， 可能

与 “求中” 的 “建都” 活动紧密关联。 “槷表”
的考古出土， 表明中华文明 “中” 的理念形成

于夏商周三代前。
目前， 战国的 《清华简·保训篇》是最早记

载 “求中” 的出土文献， 简文记载 “五帝时代”
的虞舜 “求中” 于 “鬲茅” ［１９］１４３，１４５， “鬲茅”，
即今河南省濮阳和山东省菏泽一带。 该出土文献

又记载夏禹将其都城定于 “河” （即洛河与黄河

汇流之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 在河南

郑州、 洛阳一带考古发现了夏代都城遗址： 登封

王城岗城址、 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城

址［２０］。 这些考古发现佐证了 《清华简·保训

篇》关于甲微为大禹都城选址于 “大嵩山” （“求
中” ） 的记载是准确的。

根据 《清华简·尹诰篇》记载： 商汤 “乃致

众于亳中邑” ［１９］１３３－１３４。 《诗·商颂·殷武》： “商
邑翼翼， 四方之极。” 郑玄 《笺》： “极， 中也。
商邑之礼俗翼翼……乃四方之中也。” 林义光

《通解》： “商邑， 亳也， 居九州之正中， 故曰四

方之极。” 上述文献记载也被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８０ 年

代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等商早期都城

所证实。
周武王灭商后， 新王朝的都城位于 “大嵩

山” 核心地区。 《逸周书·作雒》： “乃作邑成周

于土中。” “土中” 即 “中土， 洛邑居天下之

中”。 １９６３ 年在陕西省宝鸡发现的青铜器 “何
尊”， 其铭文 “宅兹中或 （国） ”， “国” 即都

城， 因位于国家空间之 “中” 而名之［２１］。
自夏商周至宋， 大一统王朝都城的选址基本

在 “大中原” 的长安、 洛阳及开封东西一线的

黄河中游， 这里是古人所说的 “择中建国” （亦
称 “择中建都” ） 之地［１３］。 金朝推翻北宋王朝

后， 在北宋都城故地开封营建金王朝都城， 后因

考虑与金人故土距离遥远， 又改变想法， 将都城

建于距其 “起家” 之地黑龙江较近， 又能通过

大运河南下管控中原的燕京。 都城选址是 “国
家大事”， 为了体现弃开封而建都燕京的意义，
海陵王提出 “燕京乃天地之中” 的 “理由”， 定

都于燕京是 “以应天地之中” 的 “择中建都”
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①。 这也促成元朝与明、 清

两朝定都北京［１３］。 金朝称燕京为 “中都”， 此

名又为其后元朝开启者忽必烈所延续， 至元四年

（１２６７） 他 “命秉忠 （刘秉忠） 筑中都城， 始建

宗庙宫室”。 至元八年改国号 “大元”， “中都”
才更名为 “大都” ［２２］。

（二） “华” 的解读

关于 “华” 的源头， 可以从新石器时代仰

韶文化庙底沟遗址的考古发现中找到。 庙底沟遗

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西南， 为原始氏族公社

的村落遗址， 距今 ５０００ 多年［２３］。
彩陶是仰韶文化的重要特点， 学术界现在一

般将仰韶文化彩陶分为半坡类型、 庙底沟类型、
秦王寨类型、 马家窑类型等， 不同类型的彩陶典

型纹饰特点各有不同， 而庙底沟类型以其 “花
卉纹” 尤为突出。 苏秉琦先生认为： “仰韶文化

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人们的遗

存， 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花卉彩陶可能就

是华族得名的由来。” ［２４］

关于 “華” 字， 金文中已见， 如 《命簋》
《毛公鼎》 的铭文中均有 “華”。 《后汉书·崔

訚列传》： “春发其華， 秋收其实， 有始有极，
爰登其质。” 这里 “華” 即 “花”。 “花” 字是

北魏时期逐渐从 “華” 字分化出来的。 在庙底

沟文化分布核心地区保留至现代的一些地名、

０６

① 于敏中等编纂： 《日下旧闻考》 引 《元一统志》 记载： “天德三年， 海陵王意欲徙都于燕。 上书者咸言上京临潢府辟在一隅，
官艰于转漕， 民难于赴愬， 不如都燕， 以应天下之中。”



山名、 人名或部族之名， 大多与 “華” 字有

关， 如： 黄河流域中游的考古调查发现今 “华
胥” “华县” “华阴” “华山” “华州” 等地附

近， 恰恰是庙底沟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或其附

近。 这里的先民应该就是崇拜 “華” （即

“花” ） 的古人。 蕴含着庙底沟文化精神的高度

统一的彩陶多出土于墓葬， 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庙

底沟文化的彩陶有 “礼器” 功能。 因此有专家

说， 庙底沟文化是开启 “史前中国” 的密码，
是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 夏商周王朝上承公元前

２６００ 年—前 ２０００ 年的中原龙山文化， 中原龙山

文化又源于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 他们

成为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源头主干。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通过考古发掘及研

究， 发现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西迄甘青地区， 东

至鲁西与豫东北， 北抵长城地带， 南达长江以

北， 而且其地理位置又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

文化的 “中心地区”， 其影响也最深远。

（三） “中华” 的解读

庙底沟类型的 “空间属性” 之 “中”， 与其

考古学 “文化属性” 的彩陶花卉纹之 “华”， 合

为 “中华” 一词， 融活动空间与文化内涵为一

体［２５］， 从 “一万年文化史” 进入 “五千年文明

史” 时代， “华” 的 “文化属性” 不变， “中”
的 “空间属性” 已延展出 “政治属性”， 这也就

使我们的先民变成 “国民”， 作为国家政治标识

的都城之宫门、 城门就以 “中华” 命名， 而

“中华” 随着历史发展成为 “国家” 或国家都城

所在地的 “称谓”， 如： 《晋书·殷仲堪传》载殷

仲堪上奏云： “盖定鼎中华， 虑在后伏， 所以分

斗绝之势， 开荷戟之路。” 《魏书·礼志》： “下
迄魏晋， 赵、 秦、 二燕， 虽地据中华， 德祚

微浅。”
“中” 与 “华” 尽管有着久远历史， 但合为

一词在文献记载中出现较晚。 《晋书·天文志》
载 《天文经星·中宫》： “东番四星， 南第一星

曰上相， 其北， 东太阳门也； 第二星曰次将， 其

北， 中华东门也……西蕃四星， 南第一星曰上

将， 其北， 西太阳门也； 第二星曰次相， 其北，
中华西门也……”

与天宫的中华东门、 中华西门相对应［２６］，
南北朝时期的中华多用为宫门名称， 如十六国后

赵邺都的西中华门、 北魏洛阳城的中华门及梁朝

建康城 （今江苏省南京） 的东中华门、 西中华

门。 可见， “中华” 这一名称在当时极受青

睐［２６］。 其中， 尤以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平城 （在
今山西省大同） 为著， 自北向南， 由宫城、 外

城、 郭城组成。 宫城是皇帝居住之所， 宫城北门

为中华门， 它又是都城中轴线北端起点之门， 由

此可见平城 “中华门” 之重要， 它是目前所知

北魏平城城门中最早以 “中华” 命名的城门。
中华东门与中华西门分别演变为明清两朝宫城的

东华门、 西华门， 它们对称分列大朝正殿太和殿

东西两侧。
随着中华文明历史的发展及国家的壮大， 疆

土渐广， 中华成为国家称谓。 特别是蒙古族建立

的元朝， 当时的学者王元亮就认为 “中华” 就

是 “中国”。
（四） “中华文明不断裂” 的解读

“文明不断裂”， 是相对 “文明” 的 “断

裂” 而言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讲道：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 从未中

断的文明。” ［４］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中华五千

多年不断裂文明”。 学术界关于古代世界文明独

立发展有 “六大文明” 与 “三大文明” 之说，
前者即西亚两河流域古文明、 北非埃及尼罗河流

域古文明、 南亚次大陆印度古文明、 东亚中华文

明与中南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２７］。 后一

说法指近东 （两河流域文明与埃及文明）、 中国

（中华文明） 和中南美 （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
三大文明［２８］。

号称现代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文明与罗马文

明， 前者产生于两河流域文明与埃及文明， 并非

“原生文明”。 古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之后被罗

马征服， 公元 ４７６ 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与哥

特人灭亡， 西罗马灭亡也就宣示了西方 “古典

时代” 结束， 而世界文明史亦 “罗马之后再无

罗马”。 波斯文明在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与印度文

明共同影响之下产生， 并先后成为地跨亚洲、 欧

洲与非洲的波斯帝国与 “萨珊波斯” 帝国 （第
二波斯）， 但是公元 ６５１ 年也被阿拉伯帝国伊斯

兰文明所取代， 波斯文明走向衰亡。 北部古印度

文明 （巴基斯坦） 因雅利安人的入侵而消失，
其后又为伊斯兰文明所取代。 至于恒河流域古印

度文明， 也是在笈多王朝之后被阿拉伯、 突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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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征服， 印度的著名世界文化遗产泰姬陵就是伊

斯兰文明在印度的历史见证。
至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 随着

１５ 世纪末—１６ 世纪初 “大航海时代” 的 “地理

大发现”， 亦逐渐被毁灭。
中国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揭示， 距今约

５３００ 年的郑州巩义 “双槐树城址” ［２９］ 与 “西山

城址” ［３０］、 世纪之交考古发现的距今 ４３００ 多年

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３１］３５－３７、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

来考古发现的距今约 ４０００ 年的河南登封 “王城

岗城址” ［３２］、 河南新密新砦城址［３３］、 偃师二里

头城址［２０］， 均被 “夏商周断代工程” 与 “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 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

朝———夏王朝的早、 中、 晚期都城遗址［３４］８６。 其

后的郑州商城［３５］、 偃师商城与殷墟的考古发现、
周秦汉唐与宋辽金元明清王朝都城遗址的考古调

查与发掘， 都揭示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脉相

承［３６］。 都城作为国家 （王朝） 的象征， 它们也

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文明是古代世界唯一保留

至今的 “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 的实证。

三、 中华民族凝聚力与 “中华
文明不断裂” 考古学研究

　 　 “中华文明不断裂” 的根本历史原因是缔

造 “中华文明” 的 “中华民族凝聚力”。 本文通

过考古学探索中华民族凝聚力的 “物化载体”，
进而回答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不断裂” 何以可

能这一 “世界之问”①。
（一） “中华民族” 解读

“中华文明” 是 “中华民族” 缔造的。 如果

说 “中华” 早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献记载中

已经出现， 那么 “中华民族” 一词的出现要晚

至近代。 １９０２ 年， 梁启超在 《论中国学术思想

变迁之大势》 中曾提及： “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

者厥惟齐， 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 一曰国家

观， 二曰世界观。” ［３７］２３ 首次提出 “中华民族”
的概念。 清末的一些有识之士， 如清朝贵族子弟

托忒克·端方、爱新觉罗·戴泽在《条陈化除满

汉畛域办法八条折》 中提出： “满汉之界宜归大

同”， “放弃满洲根本， 化除满汉畛域， 诸侯相

忘， 混成一体”。［３８］ 此后一批清朝满族留日学生

在日本创建 《大同报》 发表文章提出： “统合满

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 １９１２ 年巴达尔胡在北京

创办的 《蒙文大同报》 上明确提出 “五族共

和”。 可以说 “中华民族” 就是 “国族”。
虽然 “中华民族” 一词出现很晚， 但是

“中华民族” 的形成历史可以追溯至秦汉时代。
范文澜先生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就提出： “嬴
政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基干的民族

国家， 这又是一个极大重要性的历史事件， 可以

说是伟大中国和伟大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始。” ［３９］

秦始皇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这种 “大一统”
的国家根本制度， 可以说一直在中国历史发展过

程中延续着。 因此说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从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 发展而来的。
（二） “中华民族凝聚力” 的考古学解读

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不断裂” 之原因

的研究， 首先应该开展的是对创造这一文明的

“人群” ——— “华人” 的研究， 也就是对中华民

族先民之研究。 因为 “他们” 是这一不断裂文

明的创造者。 关于中华大地五千多年来 （甚至

是更为遥远的时代以来） 的历史， 通过考古学、
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及体质人类学）、 历史学等

跨学科、 多学科的研究， 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首

先是中华大地百年来有关 “百万年人类史” “一
万年文化史” 与 “五千年文明史” 考古发现的

与中华先民自身直接相关的遗存， 这些科学资料

成为我们了解古人的 “密码”， 也就是我们现在

所说的先民的 “基因” （ＤＮＡ）。 考古工作者与

分子生物学家合作探索， 提出五千多年来， 其人

群基因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中游。 换言之， 生活

在该地域的古人， 也正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

明的缔造者［４０］１２０。 因此说中国古史传说中国人

为 “炎黄子孙” 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历史文献

记载的炎黄部族生于此、 活动于此是一致的。 这

也使我们认识到东亚地区古代先民的遗传基因是

持续不断的， 当前绝大多数国人的基因和五六千

年前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人群基因相近［４１］。
至于北方鲜卑人的族源， 多年来辽宁、 内蒙

古、 河南、 北京等地区的田野考古发现与历史文

献学、 体质人类学、 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 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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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好书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榜单 （１０ 部， 《不断裂文明史》 为第一部）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 “从世界史的范围来看， 中华民族
是唯一一个有着不曾断裂的文明史的民族。 文明不断裂的原因何在？ 这是一个世界之问。”



科结合研究， 确认鲜卑、 契丹、 蒙古在考古学文

化、 体质人类学及分子生物学三方面的一致性。
遗传学方面的数据更能表明他们均源于两千年前

后的汉代鲜卑人。 至于史前时代西南地区与黄河

流域先民的关系， 近年来考古学、 语言学与遗传

学等学科的研究揭示： 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 汉

藏语系藏缅语族先民已在黄河流域中上游的甘青

地区生活， 而在黄河中游则生活着属于汉藏语系

汉语族的华夏先民。
（三） 中华姓氏发展历史

宗法社会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突出特点， 姓氏

是宗法社会的人群基本符号， 因此姓氏研究是宗

法社会研究的基础， 也是研究中华民族及其国家

社会历史的重要学术领域。
中国学者袁义达等指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

出现姓氏的国家， “姓” 大概产生于新石器时代

晚期［４２］１。 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 ４００
年。 日本直至明治维新时期， 国家进行户籍登记

才规定每个人必须有 “姓” ［４２］１。
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 是 “姓氏” 研究的

重要的、 基础性科学方法。 多年来我们的田野考

古实践也证实， 关注古代人类生存、 生活、 生产

的 “平台” ———房屋、 聚落、 聚落群等古代遗

存， 是揭示古代 “人” “人群” 彼此血缘与地缘

关系的一把科学钥匙。 从旧石器时代北京周口店

猿人的 “群居”， 到新石器时代内蒙古敖汉旗兴

隆洼遗址［４３］［４４］、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４５］、 陕西

西安半坡遗址［４６］ 和临潼姜寨遗址［４７］ 及高陵杨官

寨遗址［４８］，［４９］、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５０］、 安徽蒙

城尉迟寺遗址［５１］，［５２］、 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５３］

等聚落遗址的发现， 其房屋布局结构为探索当时

人们之间的 “婚姻” “家庭” 关系， 提供了实物

资料。
古代墓葬考古资料是考古学进行 “姓氏”

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古代墓葬中的死者性

别、 年龄、 墓内彼此分布位置、 随葬品等， 是研

究同一墓葬中的不同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考古资

料。 同一墓地不同墓葬的分布位置， 又可揭示彼

此关系。
现代分子生物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极大地

促进了考古学的 “姓氏” 研究： 其一， 对现代

中华民族不同地区不同 “姓氏” 的人， 通过

ＤＮＡ 技术与碳十三食性分析方法， 寻找到古代

“姓氏” 的分布地域及其 “姓氏” 移动信息。 其

二， 通过古代墓地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从古人的

骨骼提取 ＤＮＡ 样本， 建立其遗传学关系， 探讨

“人群” 变化， 探索 “人群” 迁移时空， 从而为

“姓氏” 研究提供基础科学资料。 就目前中国考

古学发展来说， 上述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已经起步。 可以肯定地说， 新的科学技术方法、
手段的应用， 必将推进 “姓氏” 研究的发展。

鉴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

究成果， 学术界已经基本认为 “姓” 是母系氏

族社会的产物， 而史前时代的仰韶文化是中国古

代历史上最发达、 影响最大的母系氏族考古学文

化［５４］１４３，［５５］。 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在河南西部、
陕西东部、 山西南部， 其中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

型最为重要。 “庙底沟类型主要分布于华山以

东、 崤山以西的豫西三门峡地区和汾河中下游的

晋南地区”， 其 “强大时西逼甘东， 东据郑、 洛，
南抵宛襄， 北达河套。 它的影响面更大， 西至甘

青， 东抵沿海， 南到长江南北， 北达长城内外，
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 ［５６］４９。 这与我们现在了解

的中国人姓氏分布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最

新发表的相关资料显示， “在现代中国依据人口

数量多少而排列的 ３００ 个大姓中， 有 １７０ 个姓氏

的源头或部分源头在河南， 在最新排列的 １００ 个

大姓 中， ７８％ 的 姓 氏 源 头 或 部 分 源 头 在 河

南” ［５７］。 这是五千多年来历史发展的必然。 先秦

时代， 在 “大中原” 地域之中属于不同 “姓”
的家族、 宗族之间， 形成长期的婚姻关系， 构成

最初的 “华夏族”。 秦汉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

华民族， 就是在 “华夏族” 的基础之上， 在东

亚更大区域中 （基本与现代中国地域相近的空

间范围）， 共同形成的 “多元一体” 的中华

民族。
姓氏学研究有助于清晰彼此的血缘关系， 进

而探索社会上 “人群” “族群” 与 “国民” 的

彼此关系［４１］， 这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研究领

域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以考古学、 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 民族学、 人

类学等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姓氏文化， 可以

为世界姓氏学研究作出重要科学贡献！
（四） “炎黄同源” 的解读

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 “炎黄子孙”。 “黄帝”
既是中华民族的 “人文始祖”， 又是中国人的

３６



“第一国父” ［５８］。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有着中原与 “四夷” 之

说， 所谓 “四夷” 就是中华大地东西南北四方

周边的少数族群， 即历史文献记载的 “东夷”
“西戎” “南蛮” “北狄” 的 “四夷”。 而 “四
夷” 族群的首领又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 如历

史文献记载的 “东夷” 为 “黄帝之子” 少昊之

后裔， 被视为 “西戎” 后人的苻洪 （前秦皇帝）
自称其祖先为 “有扈之苗裔”， 而 “有扈” 为大

禹之后。 被视为 “南蛮” 的楚人， 《史记·楚世

家》记载其先祖 “出自帝颛顼高阳”。 《史记·越

王勾践世家》中则记载 “百越” 先祖属于 “禹之

苗裔， 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北方地区匈奴

也认为： “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曰淳维。”
北魏时期， 来自大兴安岭的鲜卑人也自称： “魏
之先， 出自黄帝轩辕氏。 黄帝之子曰昌意， 昌意

之少子受封北国， 有大鲜卑山， 因以为号。”
（五）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国家认同 ”
关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国家认同”， 可以

从 “帝王庙” 设置、 发展及 “中华五千多年不

断裂文明” 的 “文化基因” 两个方面进行考古

学、 历史学解读。
１. 帝王庙 （国家的 “宗庙” ） 是多民族统

一国家完整历史的缩影

在中古时代以后的中国古代都城出现的帝王

庙， 与传统的都城礼制建筑中的 “宗庙” “社
稷” “明堂” “辟雍” “灵台” 等不同， 也与各

种类型的 “天坛” “地坛” “日坛” “月坛” 等

祭祀天地日月及其他祭祀性建筑不同。 帝王庙是

祭祀传说时代 “帝王” 与 “前朝” 帝王及有

“文治武功” 名臣的建筑， 也可以说 “帝王庙”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 “国家历史博物馆”。

对于传说时代 “帝王” 的祭祀， 历史文献

记载先秦时代已经开始。 祭祀的 “帝王” 实际

上是传说时代 （一般认为属于史前时代） 的

“圣君”， 如黄帝。 对其祭祀不在祭祀对象 “传
说” 的当年都城或其故居之地， 如 《史记·秦

本纪》 《史记·封禅书》 《汉书·郊祀志》等历史

文献记载秦灵公就在当时秦国都城雍城 （今凤

翔） 附近祭祀黄帝、 炎帝①。 这些记载又被近年

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在陕西省凤翔县西北柳林

镇的血池村东南距秦雍城遗址 １５ 公里处， 雍山

考古发现了一处总面积 ４７０ 万平方米的秦汉时代

祭祀遗址， 已发现 ３２００ 个祭祀坑， 根据已发掘

面积， 推测该处至少应有祭祀坑约 ５０００ 个。 祭

祀坑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 在坑里发现了大量的

马骨、 木车、 金属残片和玉器。 在祭祀坑大约直

线两公里之外的山梁上发现了夯土平台遗址， 上

下三层。 发掘者根据上述对比， 推断这个夯土遗

址就是祭坛［５９］， 类似在唐长安城明德门之外考

古发现的唐代 “圜丘” 遗址 （即 “天坛” ），
为上下三层［６０］。 参照 《史记》 《汉书》 等历史

文献相关记载， 该遗址可能与祭祀黄帝有关。 在

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为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成员

国， 作为起家于西戎之地的秦国， 秦人力图证明

其 “诸夏” 之 “身份”， 因此祭祀黄帝应该是出

于政治需要。 但是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春秋

战国时代对 “黄帝” 的祭祀活动是可信的， 先

秦与秦汉时代传统历史文献对黄帝的祭祀也有不

少记载②。
南北朝时期不少北部、 西部的族群进入内

地， 并且建立了不少 “王朝”， 如鲜卑人创建的

北魏王朝， 其皇帝不但对黄帝、 帝尧、 帝舜等进

行祭祀［６１］，［６２］， 而且还有周王朝的政治人物， 祭

祀活动在传说圣君活动的地方举行， 体现出北魏

对 “华夏” 历史与文化的认同。
隋代帝王祭祀的进一步发展， 反映在从夏商

周到汉代的 “开国” 帝王均在祭祀之列， 此外

还有更多名臣。 这时的祭祀活动， 在被祭祀对象

的都城故地或其陵墓附近。
唐代初年延续了隋代祭祀传说圣君与夏商周

及汉代开国帝王作法， 祭祀地点也没有变化［６３］。
唐玄宗时期， 帝王祭祀发生了重大变化， 都城内

修建了祭祀 “上古之君” 和 “三皇五帝” 的

“帝王庙” ［６４］３６９－３７１。 但是， 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 “帝王庙”， 而是对共同 “祖先” 的祭祀。
降及宋代， 对先代圣君、 历代帝王的祭祀主

要在他们各自的陵墓前进行［６５］。

４６

①
②

《汉书》 卷二十五 （上） 《郊祀志》 （上） 载： “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 祭黄帝； 作下畤， 祭炎帝。”
《竹书纪年》 记载： 黄帝之大臣左彻 “削木为黄帝之像， 帅诸侯朝奉之。” 《国语·鲁语（上） 》 记载：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

颛顼， 郊尧而宗舜。 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鲧而宗禹。” 《穆天子传》 记载： 周穆王 “升昆仑之丘， 以观黄帝之宫， 而丰隆之葬，
以诏后世。” 《史记》 卷二十八 《封禅书》 记载： “其来年冬， 上议曰： ‘古者先振兵泽旅， 然后封禅。 乃遂北巡朔方， 勒兵十余万，
还祭黄帝冢桥山， 释兵须如’。”



关于元代的祭祀对象主要为先代圣君及少数

帝王等， 祭祀地点多在被祭祀者生前重要活动

地区［６６］。
明代， 朱元璋在南京城中修建了历代帝王

庙， 祭祀 １８ 位明以前王朝的开国君主， 元朝皇

帝也享祀于帝王庙［４１］。 这也寓示着明王朝将元

王朝视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因此， 明代将原有

的 “帝王庙” 更名为 “历代帝王庙”。 “历代”
十分重要， 意味着是冲破了 “朝代” 限制的

“国 家 历 史”。 更 重 要 的 是， 洪 武 二 十 一 年

（１３８８）， 朱元璋又将先前朝代中 ３７ 位汉族或少

数民族的 “名臣”， 从祠于历代帝王庙①。
明世宗嘉靖九年 （１５３０）， 在北京 “建历代

帝王庙于都城西”。 清历代帝王庙又承袭明历代

帝王庙， 其最大特点是， 不仅明代的国君与功

臣， 辽、 金、 元三代帝王及其名臣也被列为祭祀

对象。 清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对象几乎囊括了中国

古代历史上所有的王朝及帝王， 祭祀的内容也更

为 “全面” “系统” “完整”， 历代帝王庙成为

真正意义上 “国家” 的 “庙”， 而非某个王朝、
某个 “圣君” 的 “庙”。 “帝王庙” 宏观地展示

出 “中华统绪”， “叙述” 着 “国家” 的历史，
而不是王朝 “明君” 的汇聚地。 历代帝王庙是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完整历史缩影。
清历代帝王庙的又一重要历史意义是， 女

真人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他们认同中华民

族数千年形成、 发展的文明史。 不论哪个王

朝， 也不论是哪个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 历

代帝王庙凸显的都是将其视为多民族统一国

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历代帝王庙祭祀也表明了 “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不断裂” 。
上述历代王朝对黄帝的祭祀， 都城中 “帝

王庙” 的营建以及祭祀活动的不间断举行， 这

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中华

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正是基于历史上多民族对共

同国家———中国的认同， 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

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认同， 对多元一体的中

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４１］。
２. 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 “中” 与

“中和” 是历史 “文化基因”
历史 “文化基因” 是从遗传学的术语 “基

因” 借用而来的， 《不列颠百科全书》 的 “基
因” 定义： “世代相传的遗传信息的载体。” ［６７］４８

考古学视阈之下的中华文明 “基因” 研究， 主

要是以国家形成的 “要素” 为切入点， 国家的

核心 “要素” 是管理国家的平台———都城选址

所反映的国家政治文化的 “中” 与 “中和”
理念。

古代都城选址是国家大事， 必须遵循中华历

史文化的 “中” 之原则， 也就是 “择中建都”
（即 《吕氏春秋》 记载的 “择中建国” ）。 如前

所述， 从 “五帝时代” 至清的国家都城， 均遵

循 “择中建都” 惯例［６８］。 “中” 是相对应于

“东西南北” 之 “四方” 而言的， 因为 “中”
在 “东西南北” “四方” 之 “中央”， 形成二者

关系的 “中” 与 “和” 的 “中和”。 “四方” 必

须和于 “中央”， 这就是 “中和”， “中和” 确

保 “中” 的至高无上。 从宏观上来说， 代表国

家的都城选址于国家空间之中央， 其对东西南北

“四方” 而言是 “等距离” 的， 是 “国家” 通

过 “等距离” 对 “四方” 表现出 “公平” “公
正” “公允”， 这是 “四方” 凝聚于 “中” 的

保障［６９］
。

都城 “中” 与 “中和” 的观念在考古发现

中也得到实证。 如鲜卑人在建立北魏王朝后， 再

次徙都至 “天地之中” 的洛阳［７０］。 “大金” 王

朝徙都燕京， 命名都城为 “中都”， 这在中国古

代都城发展史上， 使 “择中建都” 与都城之名

相统一， “中和” 理念达到更高层次。 它们反映

了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对 “中华文明” 之延续

与深化发展， 是对 “中华” 国家文化的认同。
这与百年中国考古所揭示的 “中华五千多年不

断裂文明” 的历史发展完全一致。
“中国” 的国家名称， 源于 “ 中和” 之

“中”。 １９６３ 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

“何尊” 铭文 “宅兹中或” 的 “中或”， 即 “中
国”。 所谓 “中国”， 如 《史记·五帝本纪》中

《集解》： “刘熙曰： ‘帝王所都为中， 故曰

中国。’ ”
中国古代都城形制蕴含的 “中” 与 “中和”

的理念， 被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认同。 北魏洛

５６
① 《明史》 卷五十 《礼志》 （四） 之 “历代帝王陵庙”。



阳城、 金中都及元大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
也继承了 “中” 与 “中和” 理念， 强化了国家认

同的思想［６２］。 “中” “中和” 理念之所以有此长

盛不衰的生命力， 原因在于它已渗入中华民族的

“血液” 里， 这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华民族从

“家国同构” 到 “家国一体” 的理念， 国民将

“国” 视同 “家”， 作为国家 “大事” 的择址建都

要遵守 “中” 与 “中和” 原则； 而作为国民的

“家”， 居室的 “四合院” 布局、 家宴与 “全家

福” 合影均要体现 “家长” （或辈分高者） “居
中” 与其两侧形成 “中和” 的空间布局［７１］。 这

也就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 “日用而不觉的文化

基因” 与共同价值观。

结 语

　 　 在世界文明史上， 唯有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

年不断裂的文明史， “五千多年文明” 何以不断

裂， 已成 “世界之问”。 本文对此进行回答： 中

华五千多年文明不断裂的根本原因是： 作为缔造

其 “文明” （即 “国家” ） 的 “国民” 对其

“国家认同”， 而其 “国家认同” 的基础是其国

民认为 “家国同构” 与 “家国一体”， 这一思

想、 理念就是 “中” 与 “和” 形成的有机整体

“中和”。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来形成并

延续的 “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它确保了

“中华文明” 世世代代延续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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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Ｍ］ ．北京：中西书局，２０１０．
［２０］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阶段成果［Ｍ］ ．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

司，２０００．
［２１］ 　 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Ｊ］ ．文物，１９７６（１）：６４－６５，９３．
［２２］ 　 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 １７．［Ｍ］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５８８．
［２３］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
［２４］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Ｍ］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２５］ 　 刘庆柱．陕州文化：序［Ｊ］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１６（２）：１－２．
［２６］ 　 胡阿祥．中华：“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Ｊ］ ．唯实，２０１６（７）：７９－８３．
［２７］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Ｐｕｂ Ｃｏ Ｉｎｅ，２００４．
［２８］ 　 富兰克弗特．近东文明的起源［Ｍ］ ．子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９］ 　 “河洛古国”神秘面纱揭开：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被誉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Ｎ］ ．河南日报，２０２０－０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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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张玉石，赵新平，乔梁．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Ｊ］ ．文物，１９９９（７）： ４－１５．
［３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Ｍ］ ．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２］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Ｍ］ ．郑州：大象出版

社，２００７．
［３３］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 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Ｍ］ ．北

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１９５９ 年 － １９７８ 年考古发掘报告［Ｍ］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３５］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郑州商城：１９５３－１９８５ 年考古发掘报告［Ｍ］ ．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６］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３７］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８］ 　 端方，戴泽．条陈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Ｚ］ ／ ／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９８１：９１５．
［３９］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Ｊ］ ．学习，１９５０，３（１）：４５．
［４０］ 　 李辉，金力．Ｙ 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Ｍ］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５．
［４１］ 　 刘庆柱．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１２）：４－２７，１９９．
［４２］ 　 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Ｍ］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３］ 　 杨虎，朱延平，孔昭宸，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Ｊ］ ．考古，１９８５（１０）：８６５－８７４，９６１－９６２．
［４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 １９９２ 年发掘简报［ Ｊ］ ．考古，１９９７（１）：１

－２６，５２，９７－１０１．
［４５］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Ｍ］ ．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６］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Ｍ］ ．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３．
［４７］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Ｍ］ ．北京：文物出版

社，１９８８．
［４８］ 　 王炜林，张鹏程，袁明，等．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简报［Ｊ］ ．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１（６）：１６－３２．
［４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区文体广电旅游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简报［ Ｊ］ ．考古与文物，

２０１８（４）：３－１７．
［５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Ｍ］ ．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
［５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第二部［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４］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二［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５５］ 　 杨育彬，袁广阔．２０ 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Ｍ］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５６］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１９５２－１９９２［Ｍ］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５７］ 　 徐光春．序言［Ｍ］ ．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华姓氏河南寻根：第一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９．
［５８］ 　 刘庆柱．国祭也是祭国［Ｎ］ ．光明日报，２０１５－０９－０７（１６） ．
［５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简

报［Ｊ］考古与文物，２０２０（６）：３－２４，１３４，２５－４９，２，１２９．
［６０］ 　 安家瑶，李春林．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圜丘遗址的发掘［Ｊ］ ．考古，２０００（７）：２９－４７，１１４－１１６．
［６１］ 　 魏书：卷二：太祖纪［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６２］ 　 郑樵．通志：卷四十三：礼志［Ｍ］ ．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６３］ 　 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６４］ 　 王溥．唐会要校证：卷 ２２：前代帝王［Ｍ］ ．牛继清，校证．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５］ 　 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五十六［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６６］ 　 元史：卷七十六：祭祀志：古帝王庙［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
［６７］ 　 不列颠百科全书［Ｍ］ ．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８］ 　 刘庆柱．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和魂［Ｊ］ ．中国民族博览，２０２１（９）：１９－２３．
［６９］ 　 刘庆柱．“中和”基因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Ｎ］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０－０９－３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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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刘庆柱．我国古代都城遗址的“中和”理念［Ｎ］ ．光明日报，２０１９－０８－２０（１０） ．
［７１］ 　 家国一体与国家认同［Ｎ］ ．天津日报，２０２０－１１－１６（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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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ｕｓ ｔｈｅ Ｍａｙ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ａ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ｕｒ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 ｄｉｓｒｕｐｔｅｄ” ｎｏ ｌ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６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Ｄ 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Ｖｏｙａｇｅ” ． Ｔｈｉｓ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 Ｚ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ｏｎｇｈｅ”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 ａｓ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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